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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境友好视角的中国最优城市规模研究

———来自ＤＭＳＰ／ＯＬＳ夜间灯光数据的经验证据

项本武，张亚丽

摘　要：利用ＤＭＳＰ／ＯＬＳ全球夜间灯光数据和能源消费量之间的定量关系及能源消耗碳排放系数，核算出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均碳排放量。在此基础上，构建城市人均碳排放决定的动态面板模型，使用ＧＭＭ 估

计方法检验了城市人口密度对城市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人口密度与人均碳排放呈 Ｕ型关

系，基于人均碳排放最小化的原则，中国城市最优人口密度为１．４１万人／平方公里，我国７０％左右的地级及以

上城市的实际人口密度低于其最优人口密度，从而表明，我国大部分城市实际人口规模低于其最优水平。为推

进环境友好的新型城镇化，对城市规模和密度的控制应考虑不同城市的环境承载力差异，避免基于城市现有等

级设定统一标准，对现有人口规模超过最优规模的城市加大控制力度，对低于最优人口规模的城市应该充分发

挥其人口吸纳潜力；同时，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促进城市内部不同区域间的人口均衡分布，形成合理的总

体人口密度，从而有利于中国城市人均碳排放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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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城镇化率从１９７８的１７．９２％提高到

２０１４年的５４．７７％，年均增长率约为９．８％。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较快发展，城市蔓延及粗放发展问
题也越来越严重，中国城市总体人口密度从１９８１年的１．９３万人／平方公里下降到２０１４年的０．８９万
人／平方公里。与此同时，中国的环境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１９７８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为１．１７
公吨，２０１３年则达到了７．５２公吨。这些总体数据之间的关系引致我们关心如下问题，中国城市人口
规模及密度对人均碳排放水平是否产生了重要影响？若答案为是，那么，什么样的城市规模是环境友
好的？换言之，基于环境友好的视角，什么样的城市规模是最优的？这正是本文想讨论的问题。然
而，已有文献大多基于城市规模净收益最大化原则，以人均产出最大化、人均公共服务成本最小化等
为目标函数来测度城市最优规模，基于环境友好原则，以人均碳排放最小化为目标函数来探讨中国城
市最优规模的研究相对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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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围绕究竟以大城市发展为主还是以中小城镇发展为主，学者们争论激烈，迄今为止尚没
有达成共识。我们认为，城镇化发展道路争论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在于如何准确判断中国城市的最优规
模。对城市规模的控制如果能够考虑不同城市环境承载力的差异，而非仅仅基于城市现有人口规模设
定统一标准，将有助于推动环境友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本文将基于人均碳排放决定模型，利用我国
城市面板数据估计城市人口密度对城市人均碳排放的影响，根据模型估计参数估算基于人均碳排放最
小化原则的城市最优人口密度，进一步，结合城市建成区面积数据估算出中国城市最优规模，从而为
当前关于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的讨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文献综述

城市最优规模作为城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引起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在早期，学者们偏重从
理论上探讨最优城市规模的存在性，这些研究表明，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的共同作用、离心力与向
心力的权衡决定了城市最优规模，当城市达到最优规模时，其居民效用实现了最大化［１］（Ｐ１２８５－１３１１）。然
而，Ｔｉｓｄｅｌｌ发现，在现实世界中，居民偏好可能在享受大城市生活优势与忍受诸多城市病之间权衡
替代，并且在不同福利水平的城市间迁移，从而可能使得某些城市规模超过社会最优，而另一些城市
则不能达到最优［２］。因此，对最优城市规模的实证研究成为近期学者们的研究热点。
基于不同的目标函数和偏好函数，学者们对城市最优规模进行了大量定量研究。Ｙｅｚｅｒ等通过估

计城市聚集经济的边际收益及居民迁入的边际成本，发现美国城市只有超过２５０万人才是有效率
的［３］。Ｋａｎｅｍｏｔｏ等基于总量生产函数的估计，计算了日本１７个标准就业都市区的庇古税，并与这些
都市区的土地价值进行比较，发现东京人口实际规模大于其最优规模［４］。Ｚｈｅｎｇ使用剩余函数 （总可
支配收入与总支出之差）最大化方法，估算出２０００年日本都市区最优人口规模为１　８００万，东京都
市区实际人口规模明显太大［５］。Ｋｉｍ等基于动态递归跨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估计了人口增长对
产出及消费者价格的影响，发现首尔都市区人口超过了其最优规模［６］。近年来，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城
市规模也进行了实证检验。王小鲁等基于城市规模收益函数与总外部成本函数的估算，发现中国城市
在１００万～１　０００万人之间有正的净规模收益，在１００万～４００万人之间净规模收益最大［７］。李秀敏
等同样使用净规模收益最大化的标准，认为中国城市最优规模为２７０万人［８］。张应武基于经济增长率
对城市人口的回归，认为我国城市最优规模为５００万人左右［９］。傅红春等基于居民幸福感与城市规模
关系的估计，发现我国最优城市规模在５００万～７８０万人之间［１０］。
上述研究大多基于城市具有单一最优规模的假设，然而，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否定了单一最优规模的观

点，认为城市最优规模因功能和结构不同而异，对城市服务的需求决定着城市的最低 “门槛规
模”［１１］。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基于城市规模经济和通勤成本构建的一般均衡模型表明，行业结构不同的城市具
有不同的最优规模［１２］。Ｃａｐｅｌｌｏ等进一步发现，城市最优规模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功能特征，而且还
取决于其在国家城市体系中的空间分布［１３］。Ａｕ等用人均真实产出对城市规模的回归结果表明，随着
中国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其最优规模也不同，当制造业与服务业增加值之比为１时，最优人口规模
为２５０万人左右，而该比值为０．６时，最优人口规模为２９０万～３８０万人，因此，中国６０％左右的城
市规模太小［１４］。苏红键等基于人均产出最大化视角，利用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估计城市生产
函数模型发现，中国最优城市人口密度为１．３０万人／平方公里［１５］。柯善咨等发现，随着中国城市规
模的扩大，其人均产出率呈现倒Ｕ型变化，城市规模增大的边际收益随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变而增
加，我国大部分地级市的实际规模仍小于最优规模［１６］。
随着城市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有的学者开始探讨城市规模及结构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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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ａｅｓｅｒ等研究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蔓延降低了人口密度，增加了人们在居住地和工作
地之间的距离从而增加了汽车的使用，进而增加了碳排放［１７］（Ｐ２４８１－２５２７）。Ｋａｈｎ对美国家庭汽油消费的
研究发现，代表性家庭的汽油消费在人口密度高的城市较低，在人口密度低的城市较高［１８］。Ｍｕｎｉｚ
等对欧洲的研究得到了相似结论，在１９８６—１９９６年之间，西班牙巴塞罗那都市区平均通勤距离增加
了４５％，汽车通勤比重上升了６２％，导致人均碳排放成倍增长［１９］。Ｎｏｒｍａｎ等对加拿大多伦多建筑
排放的案例研究表明，人口密度低的城市郊区的温室气体排放更高，其人均排放水平是人口密度高的
城市中心区的２．０～２．５倍［２０］。王桂新等基于中国２８３个城市的研究表明，特大型城市更加适合低碳
城市化进程［２１］。Ｉｓｈｉｉ等对日本相关城市的研究［２２］和柴志贤对中国３０个省会城市［２３］的研究均表明，
城市人口密度和人均碳排放水平之间呈Ｕ型关系。
近年来，美国军事气象卫星Ｄｅｆｅｎｓｅ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ＤＭＳＰ）搭载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Ｌｉｎｅｓｃ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ＯＬＳ）传感器获取的夜间灯光数据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该夜间灯光数据产品
具有获取容易、能够探测低强度灯光等优点。Ｅｌｖｉｄｇｅ等发现灯光面积与电力能源消费量间存在线性
关系［２４］，Ａｍａｒａｌ等也认为灯光亮度与电力能源消费量呈线性相关［２５］，李通等利用夜间灯光数据模拟
了中国大陆县域的电力能源消费［２６］，吴健生等认为，ＤＭＳＰ／ＯＬＳ探测到的灯光不仅来源于电力消耗
所产生的灯光，同时还包括一些其他能源消耗所产生的灯光，因此，基于ＤＭＳＰ／ＯＬＳ夜间灯光数据
和能源统计数据之间的定量关联，核算出中国分地市的能源消费总量［２７］。
总体来看，已有城市最优规模研究在两个方面存在如下缺陷：一是大多数研究基于城市具有单一

最优规模的假定，没有考虑建成区面积的差异对城市最优规模的影响；二是绝大多数研究主要基于城
市规模净经济收益最大化视角，基于环境友好视角的研究尤其不足。针对这些问题，本文边际贡献在
于：首先，基于人均碳排放最小化原则，为城市最优规模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其次，充分
考虑建成区面积差异对城市最优规模的影响，突破了单一最优规模的假定；最后，本文采用全球夜间
灯光数据 （ＤＭＳＰ／ＯＬＳ）和能源消费之间的数量关系，核算出样本城市人均碳排放量，数据更为客
观可靠。

三、实证研究设计

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现有模型进行扩展和完善，基于人均二氧化碳决定
模型检验城市人口密度对城市人均二氧化碳的影响，并使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最小化的标准，测度最
优城市人口密度，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城市最优人口规模。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早期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文献大多使用Ｅｈｒｌｉｃｈ等发展的ＩＰＡＴ模型，该模型一般形式为：Ｉ＝Ｐ

＊Ａ＊Ｔ，其中，Ｉ表示对环境的影响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Ｐ 表示人口因素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
表示财富因素 （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Ｔ表示技术因素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８］。该模型以其直观简洁在早期得到广
泛运用，然而，却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方面，该模型作为核算恒等式并不适于假设检验，另一方
面，该模型存在单位弹性的强假定，意味着各因素对环境的影响比例严格不变。为此，Ｄｉｅｔｚ等放松
了单位弹性的假定，并引入了随机扰动项，得到一般意义的ＳＴＩＲＰＡＴ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ｂｙ　Ｒｅ－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ｆ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模型［２９］，其基于面板数据的一般形式为：

Ｉｉｔ ＝αｉＰβｉｔＡγｉｔＴδｉｔｅｉｔ （１）
其中，ｉ表示横截面单元，ｔ表示时期，αｉ 表示横截面固定效应，ｅ表示随机扰动项。对式 （１）

取自然对数，得到线性模型设定，当所有变量取对数形式后，其估计系数被视作弹性：

ｌｎＩｉｔ ＝αｉ＋βｌｎＰｉｔ＋γｌｎＡｉｔ＋δｌｎＴｉｔ＋εｉ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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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等将城市化率引进模型 （２），成为探讨城市化与碳排放关系的经典模型［３０］：

ｌｎＩｉｔ ＝αｉ＋βｌｎＰｉｔ＋γｌｎＡｉｔ＋δｌｎＴｉｔ＋ｆｌｎＵｉｔ＋εｉｔ （３）
其中，Ｉ为碳排放量，Ｐ为人口规模、Ａ为财富水平、Ｔ为碳排放效率，Ｕ 为城市化率，可见，

模型 （３）是在传统ＩＰＡＴ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城市化率这一解释变量，从而适合于对国别与区域碳
排放总量决定因素的研究。由于本文主要关注城市规模对城市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的影响，并基于
人均碳排放最小化的视角，推导城市最优规模，因此，本文对模型 （３）作出如下扩展和改善：第一，
使用城市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取代国别或区域碳排放总量作为因变量。第二，使用城市规模取代城市化
率，从而有助于从城市微观层面深化碳排放的研究。城市规模包含人口规模和建成区规模，为了综合
考虑二者对城市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一个合理的方法是同时考虑人口数量和建成区面积两个因
素，因此，使用城市人口密度 （ＰＤ）作为城市规模的代理变量，城市人口密度主要通过交通运输排
放及建筑物温室气体排放等途径影响城市人均碳排放。为了捕获城市人口密度对碳排放可能存在的非
线性效应，本文将该变量的二次项连同一次项一起引入模型。第三，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相
关控制变量，以控制城市产业结构、城市公共交通、城市绿地面积等因素对城市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
影响。此外，本文进一步引入滞后一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解释变量，以控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
路径依赖效应。为此，构建如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

ｌｎＩｉｔ ＝αｌｎＩｉ，ｔ－１＋β１ｌｎＰＤｉｔ＋β２（ｌｎＰＤｉｔ）
２＋β３ｌｎＡｉｔ＋β４ｌｎＴｉｔ＋ΣｊγｊＸｉｊｔ＋ｕｉ＋υｔ＋εｉｔ （４）

其中，ｉ表示城市，ｔ表示年份；Ｉ表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ＰＤ表示与人口相关的因素，用人
口密度 （单位建成区面积的城区人口数）作为代理变量；Ａ表示与财富相关的因素，用人均ＧＤＰ作
为代理变量；Ｔ表示与技术相关的因素，用碳排放效率 （单位碳排放产生的ＧＤＰ）作为代理变量。ｕｉ
为城市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υｔ 为时间效应，εｉｔ为随机误差项。Ｘ 为控制变量，基于数据可得
性，我们引入如下控制变量：一是城市产业结构 （Ｓ），用第二产业的ＧＤＰ占比代理，由于相对于其
他产业，第二产业消耗更多能源，从而产生更多排放，不同规模和性质的城市，其产业结构存在差
异，如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特大城市，其二产占比可能低于中小城市，引入该变量可控制源于产业结
构差异导致的城市人均碳排放差异；二是城市公共交通状况 （Ｂ），用每万人拥有的公共汽电车数量
代理，由于公共汽电车是私人小汽车的替代通勤工具，城市中若有更多居民使用公共交通，就会相对
减少私家小汽车的使用，而小汽车使用是城市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引入该变量可控制源于交通方
式的差异导致的城市人均碳排放差异；三是城市绿地面积 （ＧＲ），用建成区人均绿地面积代理，由于
绿地面积有助于减少碳排放，引入该变量可控制源于城市建设特征的差异导致的城市人均碳排放差
异。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１．城市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Ｉ）。由于中国绝大部分城市能源消耗统计数据缺失，因此，无法
通过能源消耗量及其碳排放系数核算出城市的碳排放量。最近发展起来的使用ＤＭＳＰ／ＯＬＳ夜间灯光
数据模拟计算城市能源消费量的方法，为我们核算城市碳排放量提供了可行的方案。相对于其他统计
数据而言，全球夜间灯光数据显得更加客观，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人为因素［３１］。为此，参照吴健生等
（２０１４），本文利用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提供的省级能源消费量数据，建立基于ＤＭＳＰ／ＯＬＳ稳定夜
间灯光时间序列的能源消费模拟模型：

Ｅｉｔ ＝ｋｔＤＮｉｔ （５）
其中，Ｅｉｔ为ｔ年ｉ省的能源消费量的统计值；ｋｔ 为ｔ年的系数；ＤＮｉｔ为ｔ年ｉ省的所有栅格灯光

灰度值之和。采取这一不含截距的线性模型，主要是考虑到降尺度模型反演的精度问题。在利用省级
稳定灯光数据和能源消费数据获得两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的基础上，基于ＤＭＳＰ／ＯＬＳ夜间灯光数据
区分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利用ＡｒｃＧＩＳ表面分析工具，识别出城市建成区边界，然后计算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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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区的ＤＮ 值总和，并代入式 （５）反演计算出每个城市的模拟能源消费量。在此基础上，通过能
源消费碳排放系数核算出各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进一步，除以城市常住人口，得到城市人均二氧化
碳排放量，单位为公吨／人。

２．城市人口密度 （ＰＤ）。利用城市城区常住人口除以城市建成区面积计算得到城市人口密度，
单位为万人／平方公里。《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提供了２００６年及以后年份的市辖区城区人口和暂
住人口，没有提供２００６年以前的市辖区城区人口数据，但提供了市辖区非农业人口，因此，２００６年
以前的城市常住人口利用非农业人口与暂住人口之和计算得到，２００６年以后城市常住人口利用城区
人口与城区暂住人口之和计算得到。城市建成区面积来源于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３．城市碳排放效率 （Ｔ）和人均实际ＧＤＰ （Ａ）。利用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的各城市ＧＤＰ
总量，以２００１年为基期对该数据进行平减处理，并除以其常住人口得到各城市人均实际ＧＤＰ，单位
为万元。城市碳排放效率使用各城市的实际ＧＤＰ除以上述途径得到的各城市碳排放总量得到，单位
为万元／公吨。

４．其他控制变量。城市第二产业ＧＤＰ占比 （Ｓ）利用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的第二产业增
加值和ＧＤＰ数据计算得到，二者均以２００１年为基期对该数据进行平减，单位为％。每万人拥有公共
汽电车 （Ｂ）来源于历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单位为辆／万人。城市人均绿地面积 （ＧＲ）利用 《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提供的城市绿地面积除以城市常住人口计算得到，单位为公顷／万人。
剔除缺失数据较多的城市，对个别缺失数据采用 “内插法”进行填补。因此，基于数据可得性，

本文使用的样本为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２８７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表１给出各变量描
述统计。

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Ｉ　 ３１．３３７　２　 ２４．０１６　１　 １．８７２　２　 １７８．９３９　１
ＰＤ　 １．０４２　３　 ０．５５０　９　 ０．１５０　０　 ８．２２０　０
Ａ　 ３．２０５　５　 １．９２６　１　 ０．６０４　０　 ２１．２８６　２
Ｔ　 ０．１５９　８　 ０．１４９　７　 ０．００５　９　 １．２３３　５
Ｓ　 ５０．３３２　５　 １２．６０３　８　 １４．３７　 ９１．４７
Ｂ　 ５．９０６　４　 ３．９７２　５　 ０．１　 ２９．８６
ＧＲ　 ３７．４９８　７　 ２４．６１４　５　 ０．４６３　８　 ２１７．８７７　５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模型估计结果
由于动态面板模型固有的内生性，ＧＬＳ估计和ＬＳＤＶ估计是有偏的和非一致的，因此我们分别

使用差分ＧＭＭ和系统ＧＭＭ对式 （４）的基本模型设定进行估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中模型 （１）和 （２）分别为不包含控制变量的差分 ＧＭＭ 和系统 ＧＭＭ 估计，模型 （３）

和模型 （４）分别为包含控制变量的差分ＧＭＭ和系统ＧＭＭ 估计。在四种模型估计中，我们均使
用两阶段稳健估计，因此过度识别检验使用 Ｈａｎｓｅｎ　Ｊ统计量替代Ｓａｒｇａｎ　Ｊ统计量，两种统计量零
假设相同，即过度识别的矩条件对于参数识别是有效的。ＡＲ （１）和 ＡＲ （２）适用于差分 ＧＭＭ
估计，但并不适用于系统ＧＭＭ估计，其零假设为差分方程的残差项无自相关，由于一阶差分方
程的残差预期存在ＡＲ （１），因此ＡＲ （２）更为重要，它将检验水平方程的残差自相关，若接受ＡＲ
（２）则表明水平方程的残差不存在自相关。从表２估计结果来看，模型 （１）和模型 （３）均不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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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模型 （１）
差分ＧＭＭ

模型 （２）
系统ＧＭＭ

模型 （３）
差分ＧＭＭ

模型 （４）
系统ＧＭＭ

Ｌ１ｌｎＩ　 ０．０９６　７＊＊＊ ０．３４０　１＊＊＊ ０．２４４　１＊＊＊ ０．０９２　１＊＊＊

（０．００９　４） （０．０４６　５） （０．０２９　９） （０．００９　１）

ｌｎＰＤ －０．１１９　７＊＊＊ －０．０９４　２＊＊＊ －０．１３１　１＊＊＊ －０．１１３　６＊＊＊

（０．０４６　８） （０．０２４　１） （０．０５３　５） （０．０４６　０）
（ｌｎＰＤ）２　 ０．４１１　３＊＊＊ ０．２４０　７＊＊＊ ０．３５５　１＊＊ ０．３３０　７＊＊＊

（０．０１６　２） （０．０１２　５） （０．０２８　４） （０．０１７　７）

ｌｎＡ　 １．１５３　９＊＊＊ ０．６０１　６＊＊＊ ０．８７５　９＊＊＊ １．１４２　７＊＊＊

（０．０１７　５） （０．０６２　６） （０．０４１　９） （０．０２０　２）

ｌｎＴ －０．９６１　４＊＊＊ －０．６６２　９＊＊＊ －０．８３４　２＊＊＊ －０．９６１　８＊＊＊

（０．０２５　２） （０．０４９　６） （０．０２８　０） （０．０２７　９）

ｌｎＳ ０．０５５　４＊＊＊ ０．０４１　７＊＊

（０．０１４　０） （０．０１９　０）

ｌｎＢ ０．０１２　１＊＊ －０．００５　５
（０．００５　６） （０．００３　６）

ｌｎＧＲ　 ０．０１２　９ －０．０１９　５＊＊

（０．０２０　４） （０．００９　５）
＿ｃｏｎｓ －４０．９２６　９ －０．４３８　８＊＊＊

（１．７７３　４） （０．１８０　９）

ＡＲ （１） ０．２３０　０　 ０．１０７　０
ＡＲ （２） ０．０１９　０　 ０．０６３　０

Ｈａｎｓｅｎ过度识别检验 ０．１５６　０　 ０．１４４　０　 ０．１２２　０　 ０．９３２　０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３　６６６　 ３　６６６　 ３　６６６　 ３　６６６

　　注：括号中数值为两阶段稳健标准误，＊＊＊、＊＊、＊ 分别表示回归系数在１％、５％、１０％水平显著。ＡＲ检验、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为ｐ值。

ＡＲ （１）而拒绝ＡＲ （２），说明差分后的残差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从而表明在水
平方程中残差不存在自相关。模型 （１）— （４）中的 Ｈａｎｓｅｎ过度识别约束检验均不拒绝原假设，表
明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
表２中模型 （１）和模型 （２）为人均碳排放对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 （１）使用差分ＧＭＭ

估计，模型 （２）使用系统 ＧＭＭ 估计。两种方法的估计结果表明，滞后一期的人均碳排放量
（Ｌ１ｌｎＩ）和当期的人均碳排放量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了城市碳排放具有路径依赖及动态惯性
特征，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动态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城市人口密度变量的一次项 （ｌｎＰＤ）系数均显
著为负，二次项 （ｌｎ （ＰＤ）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呈Ｕ型关系，
过高的人口密度和过低的人口密度都会使人均碳排放量上升，从而存在最优的城市人口密度，使得人
均碳排放量处于较低的水平。人均财富水平 （ｌｎＡ）的系数在四种模型设定中均显著为正，表明人均
ＧＤＰ越高，从生产侧来说，人均产出越多，导致人均碳排放越高；从消费侧来说，人均消费越高，
导致人均碳排放越高。碳排放效率 （ｌｎＴ）的系数在四种模型设定中均显著为负，表明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单位碳排放所产生的ＧＤＰ越高即碳排放效率越高，则人均碳排放水平越低。
模型 （３）和模型 （４）进一步引入了产业结构、公共交通、人均绿化面积三个控制变量，同样分

别使用差分ＧＭＭ方法和系统ＧＭＭ方法来估计。引入这些控制变量以后，不管使用哪种估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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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变量的一次项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再次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和人均
碳排放水平呈Ｕ型关系。滞后一期的人均碳排放量 （Ｌ１ｌｎＩ）、人均财富水平 （ｌｎＡ）和碳排放效率
（ｌｎＴ）的系数仍然显著，符号与模型 （１）和模型 （２）相同，且系数绝对值波动很小。可见，主要解
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比较稳健。以第二产业ＧＤＰ占比测度的产业结构 （ｌｎＳ）的系数在两种估计中均显
著为正，表明第二产业占比越高，人均碳排放水平越高，其原因在于第二产业的能源消耗水平相对第
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更高。以每万人拥有的公共汽电车数量代理的公共交通 （ｌｎＢ）系数在差分ＧＭＭ
估计中显著为正，在系统ＧＭＭ估计中符号相反但不显著。人均绿地面积 （ｌｎＧＲ）系数在差分ＧＭＭ
估计中并不显著，在系统ＧＭＭ估计中显著为负。
总体来看，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尤其是我们关注的核心变量人口密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

数，在四种模型估计中符号一致且显著，系数绝对值波动很小。控制变量中除产业结构的系数在两种
模型估计中符号一致且显著为正外，公共交通和人均绿地面积在两种模型估计中显著性有波动，表明
公共交通和人均绿地面积并未对我国城市人均碳排放产生一致的显著的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节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使用两种方法进行。一是改变相关变量的衡量方

法，使用各城市的非农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之和）比重替代第二产业增加值比
重，使用城市人均道路铺装面积替代每万人公共汽车数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二是将样本分为东部、
中部、西部三个子样本进行分区域回归。两种方法回归结果显示，各主要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一致且
显著，系数绝对值仍然波动不大。在控制变量中，城市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在两种估计方法中，均显
著为正，城市人均道路铺装面积在差分ＧＭＭ估计中显著为负，但在系统ＧＭＭ估计中并不显著。可
见，本文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非常稳健。

（三）城市最优人口密度的估算
根据式 （４）的模型设定，利用因变量对自变量城市人口密度求导并令其等于零，即

ｌｎＩ／ｌｎＰＤ＝β１＋２β２ｌｎＰＤ＝０，我们可以推导出最优城市人口密度。根据表２的估计系数，最优人
口密度的估算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最优人口密度的估算 （万人／平方公里）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一次项系数 －０．１１９　７ －０．０９４　２ －０．１３１　１ －０．１１３　６
二次项系数 ０．４１１　３　 ０．２４０　７　 ０．３５５　１　 ０．３３０　７

ｌｎＰＤ的最优值 ０．２９１　０　 ０．３９１　３　 ０．３６９　２　 ０．３４３　５
最优人口密度 １．３３７　８　 １．４７８　９　 １．４３２　２　 １．４０９　９

　 　　数据来源：根据本文估计结果计算得到。

相对于差分ＧＭＭ估计，系统ＧＭＭ估计使用了更多的工具变量，其系数估计更为精确，因此，
模型 （２）和模型 （４）结果优于模型 （１）和模型 （３）；进一步，相对于模型 （２），模型 （４）控制了
与城市碳排放相关的产业结构、公共交通和城市绿化面积等因素的影响，其结果更加有效，因此我们
使用模型 （４）的估计系数来推导最优城市人口密度结果更为可靠。基于模型 （４）的估计系数，中国
城市最优人口密度为１．４１万人／平方公里。低于或高于这一人口密度，都会使得人均碳排放水平上
升，城市人口密度和人均碳排放呈Ｕ型关系。
从样本城市总体来看，城市人口密度均值为１．０４万人／平方公里，远远低于本文估计的最优密度

１．４１万人／平方公里。利用样本城市人口密度，我们分别计算了各年度全国平均城市人口密度，计算
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人口密度是不断下降的，如２００１年平均人口密度为１．５６万人／平方公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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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平均人口密度为０．９１万人／平方公里，可见，从动态来看，中国城市呈低密度扩张的趋势明
显。相对于城市人口密度高于最优值的城市数量，城市人口密度低于最优值的城市数量更多，并且在
样本期间呈不断增加的趋势 （如图１所示）。

图１　样本期间低于最优人口密度的城市数量

可见，大部分中国城市人口密度在不断下降，这一现象对城市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在于：一
方面，促使人均通勤距离趋于上升，小汽车使用在不断增加，导致城市机动车碳排放的大幅度增加；
另一方面，促使人均拥有的住宅等建筑物面积趋于上升，导致建筑物碳排放的大幅度增加，两种机制
均最终传导至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的上升。

（四）最优城市人口规模的确定
考虑到不同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存在差异，因此，不存在一个适合于所有城市的最优城市规模，每

个城市最优规模应该不同。城市最优人口规模采取以下方法确定，即利用上节估计得到的最优人口密
度，乘以各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得到相应城市的最优人口规模。由于每个城市的建成区在不同年份存在
变动，因此，相同城市不同年份的最优人口规模将随着其建成区面积的变动而动态调整。由于本文估
计的最优人口密度包含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信息，因此，根据低于最优人口密度的城市数量占比，可以
推断，我国７０％城市的实际人口规模低于其最优人口规模。
根据最优人口密度的估计，我们可以计算出相应城市相应年份的最优人口规模，并且可以将其与

对应的城市实际人口规模进行比较，以考察二者之间的偏离程度。为此，使用各城市实际人口与最优
人口的差额占最优人口的比例测度各城市实际人口对最优人口的偏离程度，即二者偏离程度＝ （实际
人口－最优人口）／最优人口。若该值为正则表明实际人口多于最优人口，若该值为负则表明实际人
口少于最优人口，该比例绝对值越大表明偏离度越高。以２０１３年四大直辖市情况为例，北京市建成
区面积为１　３０６．４５平方公里，实际人口为１　８２５．１万人，最优人口规模为１　８４２．０９万人，偏离度为－
０．９３％；天津市建成区面积为７４７．２６平方公里，实际人口为６６３．６６万人，最优人口规模为１　０５３．６４
万人，偏离度为－５８．７６％；上海市建成区面积为９９８．７５平方公里，实际人口为１　３６４．１万人，最优
人口规模为１　４０８．２４万人，偏离度为－０．０３％；重庆市建成区面积为１　１１４．９２平方公里，实际人口
为１　１３３万人，最优人口规模为１　５７２．０４万人，偏离度为－０．３８％。数据表明，四大直辖市实际人口
均低于其最优人口，其中偏离程度最高的为天津市。
这些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低于最优规模的原因在于，伴随建成区面积的大规模扩张，政府强力的城

市人口控制政策并未放松。一般认为，这些特大城市诸多城市病的主要来源于其人口规模过大，然而
本文研究表明，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仅从环境友好的视角出发，这些特大城市作为整体尚有人口聚
集的空间。当然，这些城市内部不同区域之间人口密度存在巨大差异，如２０１３年北京首都功能区、
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发展区人口密度分别为：２３　９４２人／平方公里、８　０９０人／
平方公里、１　０６７人／平方公里、２１７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梯次递减，具有明显的单中心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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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首都功能区人口密度高于最优人口密度外，其他区域人口密度远远低于最优人口密度。因此，
如果城市结构向多中心转变、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区转移承接高密度城区的人口，不仅可以缓解中心城
区的拥堵等城市病，同时也可以在总体上提升全市建成区总体人口密度，从而有利于人均碳排放的减
少，促进环境友好的城市化进程。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城市实际人口规模高于其最优人口规模，如郑州市建成区面积为３８２．６６平

方公里，实际人口为５８６．０１万人，最优人口规模为５３９．５５万人，偏离度为７．９３％；西宁市建成区面
积为８５平方公里，实际人口为１２３．７８万人，最优人口规模为１１９．８５万人，偏离度为３．１７％。这些
城市只有增加建成区面积，才能增加人口吸纳能力，同时将人口密度逐渐调整到最优密度，否则，基
于现有建成区面积，应该控制其人口的进一步扩张。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ＤＭＳＰ／ＯＬＳ夜间灯光数据和能源数据之间的定量关系以及能源消耗碳排放系数，核算
出样本期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均碳排放量。在此基础上，构建城市人均碳排放决定的动态面板
模型，利用ＧＭＭ估计检验了城市人口密度对城市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据此估算出人均碳排放
最小化的最优城市人口密度。研究表明，城市人口密度与人均碳排放呈 Ｕ型关系，过高或过低的人
口密度都将导致人均碳排放上升。基于环境友好的视角，中国城市最优人口密度为１．４１万人／平方公
里。进一步，利用最优人口密度乘以各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可以得到相应年份各城市的最优人口规
模，根据估算的最优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实际人口规模的比较，本文发现，我国７０％左右的地级及
以上城市的实际人口低于其最优人口规模。原因在于，在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扩张的速度
快于人口扩张的速度，大大降低了城市的人口密度，从而推升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与此同时，
也有少数城市实际人口规模超过其最优人口规模，同样没有使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水平达到最低水
平。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研究结论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大多数已有研究基于城市具有单一最优规

模的假定，基本都没有考虑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差异对城市最优人口规模的影响，本文聚焦于城市最优
人口密度，在充分考虑到建成区差异及其动态变化的基础上确定不同城市最优人口规模；二是绝大多
数研究主要基于城市规模净经济收益最大化原则确定城市最优规模，本文则以人均碳排放最小化为原
则，从而为我国城市最优规模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于环境友好的新视角。与本文同样关注城市人口密
度相似，苏红键等认为中国最优城市人口密度为１．３０万人／平方公里［１５］，虽然二者研究结论较近似，
但其间的差异在于前者以人均产出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其研究视角与本文不同。
基于人均碳排放最小的视角，探讨最优城市人口规模对于推进环境友好的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启

示。随着中国城市蔓延的加速，中国大部分城市人口密度不断下降，城市人均碳排放水平不断上升。本
文研究表明，中国城市最优人口密度为１．４１万人／平方公里，这一结论对城市规模和密度的合理控制提
供了重要政策启示。合理的人口规模控制应注意关注城市人口密度而非人口规模总量，因为人口密度能
更好地反映城市的环境承载力的差异。基于城市现有规模划定一刀切的人口规模控制标准的管理模式，
并不有利于环境友好型新型城镇化建设。本文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在于，在制定我国城市规模控制标准
时，可以基于最优人口密度和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实际，确定城市最优人口规模。对于实际人口规模高于
最优人口规模的城市，应该成为人口规模控制的重点城市；对于实际人口规模低于最优人口规模的城
市，应该放松其人口迁入限制，充分发挥其环境承载力及人口吸纳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基于人均碳排放最小化的新视角估算出的最优人口规模，与基于人均产出最

大化的视角的其他研究的估算结果存在差异，在实际政策制定方面，如何确定最优和合适的城市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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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需要综合考虑不同视角。同时，考虑到相同城市的建成区面积随着时间而变动，因此，其最优
人口规模必然随着建成区面积的变化而动态变化。此外，由于数据限制，本文使用城市建成区整体数
据，无法考虑城市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人口密度差异。因此，优化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实现城市结构
从单中心向多中心的转变，可以降低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提高远城区的人口密度，从而促进城市整
体的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向合理化水平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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